
息滞后现象现在已经得到根本改变。学术访问、
会议讨论、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使我们已经融
进了国际学术共同体之中。尤其重要的是，我们
拥有了一大批熟悉中外文学理论而且在研究方

面造诣颇深的学者，形成了进行理论自我建构的
人才储备和知识储备。因此，建构中国自己的文
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尽管道路可能是漫长的，但
未来必定是乐观的。
深入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论，需要坚

持正确的态度，既不挟洋自重，唯我独尊，也不缺
乏信心，妄自菲薄，而是要正本清源，鉴往知来，
吸收精华，去其糟粕，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外国
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拿来，舍此
便是本末倒置［５］。陈众议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好，
可以用来结束我这篇小文：“站在世纪的高度和
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
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
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
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

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
山之石’。”［６］的确如此，只要我们坚持吸收优秀
的外国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坚持中学为本，西学
为用，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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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外位与外国文学研究
———关于当代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吴 晓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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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重要构成。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
来，我国的外国文学已经走过了百余年漫长而曲
折的历程，新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的指导下焕然一新，成就斐然。改革开
放后，新时期开启了外国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更
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学术资源愈加丰厚，文化
视野更为宽广，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近四十年
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伊始，外国文
学研究界对本学的创新发展与建构充满期待。

在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和社会科
学研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期中，如何进一步建设
好外国文学研究学科，推动学科朝着更加充满活
力的文化空间发展，值得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倾
力思考。

一、文化自信与外国文学研究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
我们具有接受和吸纳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宽厚

的文化平台。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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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文化自信，是
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５０００多年文
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
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新世纪的外国文学
学科建设在了解、吸收、借鉴和研究外国文学的
过程中，特别需要的正是这种文化自信。而以鲁
迅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先驱者及其后继

者们正是站在这样坚实的自信的文化平台上发

现和“拿来”外国文学的。他们放出眼光，主动拿
来了近代先进的外国文学资源。众所周知，鲁迅
就是满怀文化自信面对世界文学的楷模。
记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外国文学研究迎

来科学的春天之时，茅盾先生就呼吁外国文学翻
译者和研究者仍然要“向鲁迅学习”。因为，鲁迅
的“拿来主义”的立场，恰恰就充分体现了他作为
具有世界眼光和民族文化主体性大家的高度文

化自信。“鲁迅对于中外古今的文学遗产，从不
采取片面的极端的态度。他是辩证地看待它们
的；他主张吸取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主张借
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猛烈抨击当时
所谓‘全盘西化’的谬论，并斥之为洋奴思想。但
他对于西方文化、文学的优良部分，便热情地翻
译和介绍。……我们在介绍世界文学工作方面
向鲁迅学习，我以为就应当学习这些。”［１］１０－１１茅
盾先生学习鲁迅和继承发扬鲁迅传统的呼吁虽

然是在近四十年前针对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刚

刚恢复而发出的，但对于我们今天深化和推进外
国文学研究依然具有深刻的学科构建意义。这
就是我们依然需要鲁迅那样的文化自信，我们依
然需要鲁迅那样的辩证的方法论，我们依然需要
鲁迅那样无限宽广的文化视野。
提倡文化自信就需要厘清如何理解外国文

学研究中的“本位”问题，也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在
内的文化研究的主体问题。主体问题既是一个
吸纳外来文化的立场问题，也是一个文化研究宗
旨问题，即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究竟站在什么
立场和位置上来审视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
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来看，
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只能站在中华民族的
文化立场上和文化基石上来吸取外国文学和外

国文论的优秀资源，繁荣与发展我们的文学研
究，探寻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
其实，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坚守文化发展

的主体意识，坚持文化自信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

建设的题中之义，是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处理本民
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
义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在谈到马克思的修辞风格

时候指出：“马克思是一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
花很多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他憎恨滥用
外国字。尽管他一生有２／３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
的，但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却发现了多少独创
的真正的德国文字的用词造句啊！他对德文有

很大的贡献，而且是德国韵文的最卓越的大师与
创造者之一。”［２］３３３李卜克内西对马克思的这个赞
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者维护民族文化主体性的

正确立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化，只能
是借鉴外来文化资源，丰富自己的学术研究，建
设自己的文化，而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忘记本位，
而被外来文化化掉。我们应该明白研究外国文
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终究应

该是为了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学，为了创作
自己民族的精品，为了给世界文学的发展提供优
秀资源。
熟悉当代中外文论研究的学人都知道，钱钟

书先生在俄罗斯现代文艺理论与中国古典诗话

比较研究中，凭借深厚的中国文化涵养，充溢的
文化自信，敏锐地发现中国古代诗人远比俄国形
式主义学派理论家更早地掌握了“陌生化”诗学
的法则，自豪地指出了中国古典诗人在同一诗学
领域领悟中的领先地位。２０世纪早期与未来派
关系密切的俄国先锋文艺理论的诗语研究会的

学者代表什克洛夫斯基创立了所谓 “陌生化”的
艺术创作法则来对抗传统的艺术形象思维理论。
即加深艺术文本的感知难度，使其语言陌生化，
就是艺术创作的宗旨，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不同
的根本所在就是反生活语言的陌生化。钱钟书
先生将形式学派这种艺术法则概括为“作者手眼
须使熟者生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ｉｒｉｔｉｏｎ），或曰使文者野
（ｒｅｂａｒｂａｉｒａｚｉｔｏｎ）”但钱先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简
单地介绍俄国这个当时的艺术新论，而是敏锐地
指出，在中国宋朝文学家梅圣俞早就掌握了诗歌
创作的这一重要规律。钱先生进一步指出，苏东
坡的前辈梅圣俞早就有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诗
歌创作理念，而且，中国古典诗人对于“陌生化”
艺术法则的运用不止于语言构造的形式方面，而
在“取材选境，亦复如是”，我们的古典诗学的相
关理念是更丰富和全面。故而，在钱先生看来梅
圣俞的总结概括早于俄国形式主义论宗近千年。
完全可以说，中国古典诗人在这个诗学领域是
“夙悟先觉”［３］３２。由此可见，我们在研究外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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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诗学的时候，应该坚持文化研究的主体性，
秉持文化自信，通过平等的文化对话、交流，从而
探索出各民族文学的共同规律。
而且，在对待外国文化学习和研究问题上，

有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坚守文化本位立场的学
者代表还可以提及鲁迅的大弟子，著名的散文作
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曹靖华先生，曹老在北京大
学任教时，常常教导自己的学生要学好母语。他
谆谆告诫学生，外国文学翻译，就是在语言的转
换过程中精准地找出对应母语的那些词句。如
果不掌握好自己的母语，学好母语文化，这个起
码的转换任务就难以完成。诚然，只有真正掌握
母语文化，才会有充分的文化自信。
革命导师和前辈杰出学人坚持文化自信，刻

意文化创新的范例，给我们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者
的启示是，在关涉外国文化语境时候，坚守祖国
文化优秀传统与文化本位立场，对于弘扬和创新
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意义。

二、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坚持
主题思想与艺术形式并重

　　柏拉威尔在高度评价马克思的文学研究优
点时特别强调：“马克思不常谈到形式问题。他
在文学上的美学观点，像黑格尔一样，承认
（Ｇｅｈａｌｔ）第一，主题和思想第一；他在早年有句箴
言：‘形式如果不是表达其内容的形式就没有任
何价值’，这在他评论具体文学作品时仍然在他
的思想深处经常起作用。这句箴言的含义是，一
部作品要表达什么思想和她的表达方式必须协

调一致。但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对于那些知道怎
样使用缰绳但是却没有马匹的艺术家，对于一切
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对于用华丽的辞藻掩盖陈
腐的思想、感情、甚至无知的‘美文学’感到厌
烦。”［４］５５２德国浪漫诗人梅林在谈到马克思的文学
鉴赏方面时也十分赞赏马克思重视作品思想价

值的科学态度，他指出，马克思“绝不是那种常常
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或甚至奴颜婢膝相联的‘纯
粹美学’的信徒。在文学方面马克思也是一个了
不起的人，一个不能用任何死板公式来衡量的具
有独到见解的学者。”［２］３３３一个时期以来，外国文
学介绍与研究中也确有一些重形式而轻思想主

题的偏颇倾向客观存在，对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
文学研究传统的正确主张有所忽视与抛弃。实
事求是地讲，在文学研究中注重思想内容与艺术
形式的统一，是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优良传统。世
界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作家其实都是十分重视

作品的思想内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把长篇
小说的“思想性”视为１９世纪文学“不可分割的一
个属性。”［５］２７２－２７３他盛赞维克多· 雨果是当代
（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文学中恢复“思想性”的主
要预言家。雨果向来强调作品建构读者的灵魂，
而思想恰恰是灵魂的核心。受雨果、陀思妥耶夫
斯基和列夫· 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的影响，后来
被鲁迅称赞的俄罗斯１９世纪后期的小说大家安
德烈耶夫也认为，“思想”应该成为长篇小说的
“主人公”。欧洲进步文学重视文学创作的思想
性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整个２０世纪。苏联著名小
说家、政论家爱伦堡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传统》一
文中对在文学上片面专注形式而导致作品内容

空洞的写作流弊深恶痛绝。他说，形式主义文学
之风导致的最坏结果就是“只让作家掌握了空洞
的形式”。因此，新世纪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和
学科建设应该避免重蹈２０世纪被有觉悟的作家
早已摒弃的文学研究中的覆辙。

三、“外位性”与外国文学研究

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一个传统和常态存在

是由学习对象国语言的学者来从事该语种的文

学研究。这种传统的优势是，由于长期学习和钻
研对象国的语言，阅读和理解原著比较容易，第
一手资料也容易掌握。但也正由于习惯对象国
语言的阅读，易受该种语言文化的熏染和影响，
从而在思维上陷入对象国的文化模式中而不能

自拔。甚至有的研究者从不自觉到自觉地依附
顺从这种思维定式，还自以为能够更切近地更深
入地理解对象国的文化。针对外国文化（包括外
国文学）研究这种认识上的思维误区，苏联文论
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就提出了著名的“外位性”
研究法则。他指出，“存在着一种极为持久但却
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
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入其中，忘却自己的文
化而用这别人文化的眼睛来看世界。这种观念，
如我所说是片面的。……创造性的理解并不排
斥自我，不排斥自我所处的时间位置，不排斥本
民族文化，也不会忘掉任何东西。对于理解而
言，重要的是理解者对于他要创造性地加以理解
的事物所具有的 ‘外位性 ’，在时间、空间和文化
方面的 ‘外位性 ’。”“只有他人，依靠他们在空间
的外位性，依靠他是 ‘他人 ’的这种条件，才能
看清和理解他的真实外表。”［６］３５３－３５４巴赫金还指
出：“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
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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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７］４１０－４１１由此观之，
“外位性”法则也属于外国文学研究值得借鉴的
重要研究方法论的范畴。克服巴赫金所提及的
这种思维上的谬误，走出被对象国语言和文化牵
引的习惯思维定式，摆脱已经定型的文学观念和
评价结论，需要更多地引入“他者”的视角，当然，
这就是杜甫所言的“转益多师是汝师”那种治学
追求。外国文学研究需要研究者视野宽广地、跨
文化地、多维度地阅读关于研究对象的文献资
料，当然，研究者能够多语种地涉猎原文的研究
资料，是一种应当鼓励却也不易达到的更高的学
术境界。钱钟书先生似乎就是深谙文化研究的
“外位性”法则的大师。他的《管锥编》和《谈艺
录》等跨文化的名著就是蕴含“外位性”思维的学
术典范。如他关于“通感”、“圆”等文艺现象和文
化概念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外位性”研究法则
的出神入化地运用。外国文学里国别文学的研
究不应再局限于原语种语境的讨论，研究者应当
自觉的跳出原语种语境，首先从研究者本民族文
化视角，同时运用兼容于“他者”的文化透镜来多
方审视研究对象，以便得出更加全面，更加多维、
多层的诗学意涵的解读。

四、世界文学的语境与外国文学研究

由１８世纪歌德提出，经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丰富和发展的“世界文学”的文化发展格局理
念到２１世纪的国内外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界已
经深入人心。因此，当今的外国文学研究，特别
是外国文学史的书写应当具有“世界文学”语境
下写作的学术自觉。“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
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
语）［８］２５５其实就是当代倡导的跨文化文学创作和
研究的思想先导。这里蕴含着对世界整体文化
观照的综合比较整合理念。换言之，今天任何外
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都不应该再是“自给
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语）。因
而，任何外国文学的研究都应该是在世界文学整
体语境下的自觉的比较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史

的书写。外国文学的研究首先就会涉及外国文
学的翻译，而钱钟书先生曾经有言：文学翻译就
是比较文学。那么这种高质量的翻译在深入钻
研翻译对象的前提下进行，翻译已然成为研究。
这无疑就强化了符合严复“信达雅”高质量的文
学翻译的重要性。但文学翻译早就不只是单纯
运用字典和词典就可以完美地完成的文化职业。
文学翻译首先要建筑在理解外国文化的基础上，

同时还必须真正掌握本民族语言的精髓。其实，
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相类似，从现象观察至转化
为纸上的文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某种意义
上讲外国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关系极为密切，而
今，外国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学
科的两种表达。比如，有的学者就把鲁迅的外国
文学研究看作是比较文学，将先生的《摩罗诗力
说》奉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９］５６－５７。那么，外国
文学研究应该从比较文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成

分呢？首先是现代人文的全球化的文化视野。
对待任何一种国别文学，都不应该是孤立封闭
的，多元文化的开放意识和自觉比较的意识非常
重要。
同时，在运用世界文学的概念时，需要对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语境内涵有着更准确的把

握。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概念，绝
没有否定民族文学本身的存在。按照马克思恩
格斯的理解，当世界市场形成以后，“民族的片面
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８］２５５，而民族文化的
精髓和优秀成分却无疑会保留下来并且在经济

全球化的文化平台上依然顽强呈现，而这时，并
没有抽象的世界文学呈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
成了公共的财产”［８］２５５，这也可以理解为，像俄国
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当代外国文学史的
书写既要有世界文学的整体文化语境体现，又应该
有民族文学的特色呈现，即在世界文学语境的大背
景下揭示和彰显国别文学的独特风采。

［参 考 文 献］

［１］茅盾．向鲁迅学习：鲁迅与外国文学［Ｍ］．北京：外国文

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２］陆梅林．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Ｍ］．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３］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４］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Ｍ］．北京：三联书

店，１９８２．
［５］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文学

论文选［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
［６］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社，１９７９．
［７］巴赫金全集：第 ４ 卷［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８．
［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２．
［９］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Ｍ］．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４．

［责任编辑：张树武］

·７１·


